
将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置于近现代国际体系视

域中，以历史逻辑的巨大引擎力、合力和张力进行历

史追问，并赋予其历史内涵和时代价值，是运用唯物

史观正确分析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内在要求， 更是科

学把握新中国外交实践的哲学基础与逻辑前提。 按

照历史主义的启示，毛泽东外交思想孕育在 1840 年

以来东西方文明冲突与融合的国际秩序之中， 丰富

于冷战后国际社会动荡、 分化和改组的深刻的历史

变革之中， 是对历史时代脉动的当然反映和必然选

择。 在近现代外交关系中，毛泽东以主权独立、外交

自主和国家安全为核心内涵和价值取向, 为新中国

外交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逻辑前提。

一、三大殖民主义外交生态与毛泽东
民族国家独立的外交诉求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后， 西方国家在欧洲大

陆形成了相对均势状态的外交格局， 并率先诞生了

以平等和主权为基础的全新的区域关系外交生态。

之后， 这种外交现象逐渐地被新的地理意义的外交

模式突破而改变———在非欧洲中心之外 （例如东方

世界）寻找新大陆，改变欧洲现状并占据优势———西

方对东方强权政治的时代开始来临。 在以西方为中

心的国际关系体系和秩序中， 形成两个殖民外交生

态体系：英国为代表的欧洲殖民体系；美国为代表的

北美殖民体系。日本在为自身摆脱西方殖民困境的历

史博弈中，随后也建立了对亚洲国家的新殖民体系。

这三种殖民主义体系给中国的历史命运带来了

如下的影响：第一，英国的殖民运动迫使中国国家主

权向欧洲“开放”。 历史上，英国曾长期充当欧洲“均

势”的“平衡者”。 为了保持这个平衡者的国际地位，

英国不得不在世界范围内， 特别是在东方国家寻找

新大陆来作为实力支撑， 以此抗衡欧洲诸国的对弈

和竞争。于是，在 17 世纪到 19 世纪的英国世界殖民

模式中，重商主义逐渐地占据主导地位。 “重商主义政

策能使国家维持强大的陆军和海军，以便在海外建立

专门为国家的工业生产供应原材料的殖民地。”[1]它以

坚甲利器、 工业资本化和不平等贸易为主要技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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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建立西方对东方的国际垂直分工体系。就英国与

中国关系而言，“英国的近代崛起带动的是西方欧洲

霸权体系的兴起和东方中世纪华夏皇权体系的最终

衰落”[2]（P15-16）。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与外

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 而当这种

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 接踵而

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 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

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3]

（P692）“旧中国的死亡时刻正在迅速临近” [3]（P711）。

第二，美国的殖民运动迫使中国国家主权向北美“开

放”。 在近代历史中，美国对西方和东方世界同时扮

演两者角色：西方英国霸权的“掘墓人”和东方国家

新殖民运动的“开拓者”。 就中美关系而言，“门户开

放”政策是美国独立于西方殖民体系，对中国进行的

新殖民运动的主要标志。此后，美国又强迫中国签署

中美之间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望厦条约》

标志着中美关系由鸦片走私开始的不平等贸易转化

为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整体的不平等关

系，这种不平等的关系贯穿于整个中国近代史，直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告结束。 ”[4]这样，美国在对

传统英国殖民体制的东方控制进行反击后， 实现了

对中国新殖民的“交接”。第三，日本的殖民运动迫使

中国国家主权向新殖民国家“开放”。 在地缘政治和

传统意义上， 日本始终处于传统俄国和中国以及新

生势力美国的夹击中，对中、美、俄的突破成为其“岛

国”外交的主要使命。 其后，对中国的侵略成为日本

近代扩张的主要路径。 日本对中国进行帝国殖民行

动的秘密，在《田中奏折》中已经显露殆尽：“倘支那

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

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

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

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 ”[5]较之

英国殖民模式和美国殖民模式， 日本殖民模式更多

的是体现为直接的炮舰杀戮和战争掠夺。 这使得中

国在与国外势力的冲突中， 付出了最为惨痛的历史

代价。

这样，“欧洲大陆在英国的拉动下率先卷入发轫

于英国的资本经济全球化， 并与英国一道形成最初

的资本中心国并由此形成对资本外围地区的殖民剥

削和压迫。 ”[2]（P25） 美国利用欧洲诸国与英国的矛

盾，通过“独立战争”和对东方国家的影响和渗透，在

成为颠覆欧洲殖民体系的决定性力量的同时， 也成

为殖民和剥削东方国家的新的主人。 而日本在成为

东方国家反对和抗击前两者的新生力量的同时，又

以东方社会新的“殖民领主”的身份，建立大东亚共

荣殖民体系。这三大殖民主义以条约体制、文化侵略

和战争手段为特征， 以依靠封建势力和扶植买办集

团为策应，形成了对中国的“集合式殖民模式”。 在

100 多年的时间里，东方社会，尤其是中国持续地成

为三大殖民体系的空间聚焦之地， 也成为世界矛盾

向中国位移的新大陆。 这种状况使得中国不得不经

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不得不面临从未有过的民

族生存力和生命力的考验， 不得不被迫改变原有的

自我封闭的内向型社会文明，在面对各种矛盾空前激

化的近代外交生态中，只能进行两种选择：自主或者

依附。

实际上， 毛泽东外交思想的诞生就是对这一时

代特征的理性反映。 具体而言：第一，三大殖民体系

及其由此长成的中国近代主权思想， 成为毛泽东外

交思想的重要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近现代历史上，

三大殖民体系在东方中国的空间聚焦， 同时升腾出

巨大的民族独立革命的政治风暴。 1840 年是中国从

封闭走向世界的转折点， 也是世界体系下中国由被

殖民国家走向民族独立国家的历史基点。 这个历史

转折首先并不是中国人的主动选择， 而是在面对世

界列强的侵略和奴役中， 中国社会发生历史性裂变

的情况下发生的被动性选择。 正是由于这一历史被

动性， 强烈地激发出中国面对西方列强主导的霸权

体系和殖民体系下的民族主义运动。 正是在这样的

历史背景下， 毛泽东开始总结近代以来的国际经验

和历史教训，梳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建立民族独

立国家，维护国家主权为主旨，策划中国近现代外交

战略。第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和殖民主义压迫

的历史使命，构成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政治诉求。在反

对殖民主义思想系中， 毛泽东外交思想处于最高的

历史方位之上。他首先站在“全世界的人民大众走上

消灭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历史时代。 ” [6]（P97）在

“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 的巨大矛盾和冲

突中， 对三大殖民体系进行了独立思考和外交行动[6]

（P101）。 中国人民应当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走向独

立自主外交。 第三，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是毛泽东外

交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就东西方关系而言，近代全

球化的本质是西方工业资本全球化和“政治文明”殖

民化，以及东方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反制过程。而改

变这个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猖獗的时代， 实现民

族国家真正独立的外交努力就是实行对帝国主义

“不承认”、“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

政策， 这实际上成为毛泽东建立民族国家外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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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价值取向。在毛泽东的世界里，欧洲帝国主义

和殖民主义给中国带来了百年来的屈辱外交， 对于

帝国主义“我们是要打倒它，不是承认它。 ” [7]这表

明，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剥削和压迫，赢

得国家主权和民族平等，获得国家自保和安全一直作

为非常重要的动力引擎，成为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基本

缘由。

二、三大战争的东方位移与毛泽东
自主外交意志的历史转舵

毛泽东外交思想的诞生来自于对世界战争特别

是中国与世界战争互动关系的理性审视。其中，除了

鸦片战争外， 毛泽东所经历的三大战争是其全球史

观的建立以及民族国家自主外交观念形成的动力引

擎。 这三大战争就是抗日战争、“冷战”和朝鲜战争。

第一， 抗日战争是二战期间亚洲区域国际秩序争夺

的制高点， 深远地影响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外交

自决取向。在一定意义上讲，抗日战争是两大体系的

战争。 一是世界范围内法西斯体系与反法西斯体系

的战争；二是亚洲范围内日本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

包括中国在内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战争。这

场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历史性考验：“日本对华基

本方针是灭亡中国，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这

是坚定的、 不变的， 在日本侵略者看来也是变不得

的。 ”[8]（P197）“日本灭亡中国的总方针是非常坚定

的，决不改变的，它一定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

一定要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8]（P205）。 日本入侵

造成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损失，“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

第一个大敌。”[9]（P432）“中国今天是处于生死存亡的关

头。 ”[6]（P6）“现在是中国存亡绝续的关键。 ”[8]（P353）可

以讲，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国际背景，就是抗

日战争所引发的关于中华民族能否存亡的大问题。

第二，“冷战” 是战后国际力量体制对峙和重新划分

势力范围的制高点， 深远地影响中国在国际坐标体

系中的方位判断和选择。 “冷战”的实质是二战后世

界秩序和体制的重新博弈。与此同时，民族独立国家

解放运动风起云涌。 国际力量关系开始重新分化和

组合，国际政治展开新的画卷。这给中国外交选择提

出了严峻的课题。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毛泽东对即将

到来的“冷战”世界提前进行了考量，首次提出了关

于“中间地带”的思想，并对国际社会呈现出的 “第

一种势力”（美国和前苏联）、“第二种势力”（欧、 亚、

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种势力”（殖民

地、半殖民地国家），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互动和力

量博弈进行了新的科学判断和考量。可以说，“冷战”

背景下毛泽东的时代性判断和外交选择， 对最初的

共和国外交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第三，朝鲜战争是真

正考量中国与世界强国博弈的制高点， 深远地影响

中国自主外交生存能力和政治意志。 朝鲜战争对新

中国能否实现独立自主外交， 捍卫国家安全以及巩

固革命胜利成果是一个全面的考验， 也是对中共执

政能力和外交能力的严峻考验。具体说，这场战争至

少给新生的共和国带来如下的考验： 一是能否具有

独立应付与世界大国进行大规模战争的能力； 二是

检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政治联盟关系的信任与

合作的能力； 三是能否具有独立于苏联社会主义体

系之外， 独自进行国际事务乃至进行正义战争的能

力； 四是能否代表民族独立国家向西方强国推行的

帝国主义政策宣战并获得胜利的能力； 五是能否妥

善处理中国周边地缘政治问题的能力； 六是能否有

效控制和把握战争进程的能力； 七是能否应付境外

区域战争时维护国家稳定和政权巩固的能力； 八是

能否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背景下， 赢得国际法理

与话语权的能力； 九是能否具有在东北亚地区实现

与美国、苏联三角鼎力的能力；十是能否在战后新秩

序生成中最大化地赢得中国国家利益的能力等等。

应当说，这既是对中国自主外交生存能力严峻考验，

也是对毛泽东个人不惧列强的政治意志的检验。

毛泽东自主外交思想既是对上述三大战争的积

极回应， 也是中华民族经历血与火的洗礼后的经验

总结。第一，抗日战争是毛泽东自主外交思想的实践

前提。 毛泽东强调，抗日战争“加重了中国自力更生

的意义， 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

点。 ”[6]（P16） 中国的外交政策 “以自力更生为主”[6]

（P3），“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放弃独立战争和自力

更生去依靠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国主义的集团。 ”[6]

（P3）“我党奋斗的方向， 是使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完

全正确的方向。”[9]（P47）这个方向就是“中国必然要变

成一个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中国。 ”[8]（P353）同时，毛

泽东将向日本帝国主义最后一战， 同中国民族解放

联系起来，认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

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8]（P474）。

抗日战争为国家独立、领土完整创造了必要前提，锻

炼和考验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大大加速了中国革

命发展进程， 同时极大地加强了中国在世界体系的

主体地位和自我意识[10]。 可以看出，毛泽东一以贯之

的民族自主外交思想与抗日战争带来的思考形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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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联系的整体。 连同对近代以来中国与外国势力持

续战争的耻辱历史的印记， 尤其是抗日战争的历史

记录， 毛泽东在思考中华民族与外国列强发起的侵

华战争之间的关系时， 已经形成了强烈的反帝、反

殖、反霸和民族独立自主的政治意志。这种政治意志

甚至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符号影响着新中国外交的

政治图谱。 第二，对“冷战”形势的判断和考量，是毛

泽东选择独立自主外交的主要国际动因。 “冷战”的

爆发使得中国面临新的国际形势： 一是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后，世界能否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

发世界大战，中国将如何选择自己的外交路径？二是

美苏在世界范围的对抗中， 中国的外交政策如何选

择？三是在民族独立运动大潮中，中国是否选择完全

独立的外交方略？ 四是前苏联的外交性质逐渐地发

生变化， 前苏联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迹象愈加明

朗化。 面对国际局势的新变化，毛泽东开始调整“一

个中间地带”思想，并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思想”。

必须指出的是，如果说，“一个中间地带”理论的提出

开始标志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判断国际形势的

话，那么，“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的诞生则预示中国外

交思想将体现更大的独立发展性和创造性。“一个中

间地带”理论和“两个中间地带”理论一度成为影响

毛泽东后来观察世界形势变化， 制定中国外交方略

的基本理论支撑。而 70 年代“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

最终形成都与上述理论认知存在密切的逻辑关联

性。 这几大不同时期的外交理论和策略蕴藏着一个

基本的逻辑线索， 就是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捍卫

和护持。第三，朝鲜战争深深地强化了毛泽东独立自

主外交的战略意志和政治决心。 对于可能的中美军

事冲突， 早在解放战争期间， 毛泽东已有相当的戒

备。 1949 年 1 月 8 日，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党在一

九四九年的任务》中，曾强调指出：“我们从来就是将

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

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 ”
[6]（P76）也就是说，早在朝鲜战争之前的国内战争中，

毛泽东就已经具有基本的估计和政治计算， 这既反

映出毛泽东的政治智慧， 也是其长期与帝国主义和

殖民主义斗争经验的总结的结果。实际上，与美国多

年的交道， 已经使毛泽东对未来共和国外交具有基

本的价值取向， 而朝鲜战争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位开

国领袖原有的独立外交意志。这表现为：一是就战争

性质而言，毛泽东认为美国进行的战争是侵略战争，

“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

决的反抗”。 美国“暴露了自己的帝国主义面目”，中

国 必 须 “打 败 美 国 帝 国 主 义 的 任 何 挑 衅” [6]（P137-

138）。 可以讲，毛泽东独立自主地参与战争的决心和

意志来自于对这场战争性质的认知和判定。 二是苏

联对朝鲜战争的犹豫态度和一系列外交策略， 引起

毛泽东对苏联产生许多疑虑和怀疑， 这成为新中国

坚定独立自主外交意志和决心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

是毛泽东在这场战争中坚定了一个信念， 并深深地

影响了其自主外交思想， 即在两大帝国主义体系与

民族解放体系的对抗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能被

欺负的”[6]（P152），“今后的世界必须是人民的世界，世

界各国必须由各国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决不能再是

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横行霸道的世界了。 ”[6]（P152）在一

定意义上讲，朝鲜战争就是中国通过战争迫使美国等

帝国主义势力正视和面对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国有决

心并有能力走向独立自主的大国外交。

三、三种主义的逻辑方程与毛泽东
自主外交的价值取向

几个世纪以来， 依靠文化意义的启示和宣扬一

直是世界列强国家对外行为的“光荣传统”，从“欧洲

中心论”、“美国使命论”，到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

都在制造一个外交逻辑：在所谓霸权文明逻辑下，以

强权政治文化赢得国际话语权， 以此为不平等的国

际旧秩序提供正当性与合理性。在这个历史背景下，

世界落后的民族国家始终处于被动的国际地位中，

其正当的国际发展权利、 民主权利无法得到基本的

尊重和保护。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将，毛泽东外交独立

思想和政治意志反映了落后国家政治领袖们力图改

变世界旧秩序的政治向往。

如果按照文化范式来解构毛泽东自主外交模式

及其价值取向，有三种文化历史逻辑值得深入探讨，

这就是：文化主义、民族主义和伦理主义。

第一，文化主义以一种特殊的“意象”模式，成为

影响中国外交的思想平台。 在国际关系意义上讲，

“意象”是一个国家政治领袖和国民对国际关系（包

括历史、文明、战争等）本质及其特征的认知成果。当

外交“意象”逐渐地变为一种价值观时，就会深度地

影响外交决策者的政治意志和战略选择。事实上，毛

泽东外交思想深深受到几个方面外交 “意象” 的影

响，其中，受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的影响，毛泽东在

外交上更关注世界秩序中的公正与平等， 以及奉行

反对帝国主义、 反对霸权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外

交策略；无产阶级解放以及反对国际剥削；受中国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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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历史经历的影响，毛泽东更关注新中国的民族

觉醒与国家独立；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毛泽东更加关

注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新生共和国的政权

巩固与自主外交。 可以讲，对上述文化与历史认知

所形成的政治“意象”，影响毛泽东外交思维和中国

外交的战略选择。

第二，民族主义以一种特殊的自强基因，成为影

响中国外交的思想内核。 民族主义运动主要体现为

两种价值选择，一是作为民族存在的神圣性和不可

侵犯性，二是作为民族发展的历史使命性。 这两种

选择对于落后民族国家来说，在近现代都曾经历必

须面对的过程。 在近现代中国，在面对外部势力的

侵略、掠夺、剥削和压迫中，国内曾出现了若干种不

同的民族解放模式或者依附模式。 在这个历史背景

下，毛泽东犹如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以民族政治

领袖的身份，以暴力革命和国家主权独立的方式，实

现并完成了中华民族的自我救赎。

第三，伦理主义以一种特殊的文化高度，成为影

响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标杆。 将道德和伦理因子列入

到国际政治的计算方程，是开明的政治领袖在外交

世界中显示境界、智慧和能力的行为。 在全球治理

模式中， 人道主义是国际社会全部秩序的制高点。

正因如此，任何性质的国家势力和集团联盟都会希

望借助这个制高点，获得其外交领域的法理资源或

者“正义红利”。 西方傲慢的中心主义在其推行干涉

主义和霸权主义时，往往会以自由、民主和博爱的道

德外衣，为帝国炮舰披上美丽的装扮；而在反击西方

殖民精神和霸权意志时，落后国家也会积极地抢占

这个道德制高点，尤其是领袖集团更加关注对伦理、

正义等价值观的占有，以其民族道德价值监护人的

身份赢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更重要的是在打破旧

秩序和建立新世界中，占领秩序与体系的制高点，获

得法理和道义支持。 作为落后国家的民族政治家，

毛泽东以东方人特有的世界理解力，在追求世界正

义的普世价值时，树立了民族独立国家的正义原则，

为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外交政策提供了

道德标尺。

以文化主义、民族主义和伦理主义视角，分析和

梳理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主要动力源泉，会发现这三

种“文化合力”共同影响了中国外交的内在品质、文

化内涵以及价值取向。

第一，毛泽东的文化价值观，成为影响外交思想

长河分水岭上的一块巨石。 毛泽东的文化价值观主

要体现为历史文化观和国际政治文化观（革命意识

形态）两个维度。 就前者而言，毛泽东的历史观来自

于 1840 年以来中国历史命运的发展启示，特别是来

自于落后民族国家被殖民、被剥削、被压迫的悲惨历

史经历， 同时也来自于东西方文明剧烈冲突的历史

经历。这种历史经验和历史记忆，激发了包括毛泽东

在内的中国人对帝国主义、 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

反抗意志和政治决心， 这成为毛泽东坚决走向捍卫

民族独立与尊严， 选择独立自决外交的重要历史文

化基础[11]（P20）。就后者而论，意识形态对毛泽东在国

际社会划分国际力量组合关系，特别是区分敌、我、友

关系并采取相应的外交策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事实

上，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要素，意识形态是毛泽东决

定选择与美国、特别是苏联关系模式及其变化的重要

原因。 在一段时期里，新中国的国家利益以及外交选

择和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意识形态恰好高度统一[12]。

第二，毛泽东的民族主义外交观，成为独立自主

外交主旨的思想支柱。在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既是

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的国际主义者， 也是一个典型的

基于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基础之上的民族主义者。

就后者而言，毛泽东认为，要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体系下解放中国人， 必须首先解放中国人自己的思

想。这是他反复强调鲁迅精神的关键所在。毛泽东以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实际上也

指明了中国外交文化的方向， 即民族解放与独立自

强的方向。 这种民族主义的诉求成为毛泽东外交思

想的主要文化内驱力， 也成为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

思想引擎。

第三，毛泽东的国际伦理主义观，为中国外交思

想体系进行了顶层设计。“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和“争

取世界的持久和平”[13]，是新中国外交的两个首要目

标。实现这一目标，除了不得不进行必要的战争准备

和投入战争外， 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和构建和

平的国际环境是当然的外交选项。就后者而言，相对

于国家实力和发展基础十分落后的中国来说， 国际

伦理意义的努力变得十分迫切。 毛泽东外交思想的

价值维度体现在两个层面上， 即在普世基本价值层

面上，十分强调对主权、人权、正义、自由、安全的尊

重；同时在民族国家道义上，十分突出强调对民族独

立、平等、尊严和自决的价值偏好。在革命战争时期，

毛泽东突出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实现民

族解放的正义追求。在建国后的外交实践中，毛泽东

以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 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尊

严， 为国际社会提出了如何反对霸权主义的国际政

治伦理命题。 毛泽东秉承的道德标准是国际公正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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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民主与人权、自由与独立，既是对国际霸权主义

的限定，也是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界定，这个思想

成为历届中国政府外交价值观的主导思想之一。 ”[11]

（P19）应当说，新世纪中国提出的和平发展与和谐世

界的外交理念， 其基本的国际伦理原则与毛泽东的

国际伦理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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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Logic of MAO Ze-dong's Diplomatic
Thought: Based on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fro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erspective
ZHANG Xiang-qun1, JIANG An2

(1.Department of Maxism,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24; 2.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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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diplomatic relations, MAO Ze-dong established the foreign policy
with independent sovereignty, independent diploma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as its core content and values. The
inherent historical logic of MAO Ze -dong’s diplomatic thought is manifest in three major aspects: three
diplomatic ecologies of colonialism and national states’ appeal for independent diplomacy, eastern movement of
three major wars and the historic shift to independent diplomatic will, logic equation of three theories and
independent diplomacy values. We need to give political consideration to MAO Ze-dong’s diplomatic thought
from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system perspective, to make rational inquiry through interaction
between historic logic force and the logic of diplomatic politics, and to give to it historic connotation and modern
values, which is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and logic premise to scientifically monitor diplomatic practice of New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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